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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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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一般国内公司的子公司治理不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不仅要处理内

部股东与董事会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母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克服因制

度、文化等因素带来的外来者劣势问题，这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新兴经济体国

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而现有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类问题。

本文将网络治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框架中，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

司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网络治理为分析框架对现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新现象和新

问题提出未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在构建理论方面的新趋势，以供后续研究及我国跨国

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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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4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创造销售额36.356万亿美元，产值为7.882万亿美元①。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随跨国公司海外子公

司业务的增长，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经营过程中也面临各种公司治理问题，必须承担经

营失败所带来的损失。譬如2007年德国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被迫出售其并购后的美国

克莱斯勒公司；2010年爆发首钢秘鲁铁矿子公司的罢工问题；2012年中海油收购尤尼斯

失败。造成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这些问题和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的母国与海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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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在东道国之间存在制度落差，海外子公司高管团队对东道国环境不熟悉，存在外

来者劣势，并导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新的治理问题。

公司治理是以决策科学为目标，协调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套制

度安排（李维安，2009）。与一般国内企业的公司治理相比，跨国公司治理不仅是一种

监督经理与股东关系的系统，还由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地理分散性，较高比例的国外股

东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受东道国制度约束等因素，增加了跨国公司治理的协调成本和复

杂性（Luo，2005）。同时，跨国公司治理从三个方面拓展了公司治理理论：首先，拓

展了公司治理的边界。由国内拓展跨越国家边界，代理链条变长，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和

成本。其次，拓展公司治理的主体。跨国公司治理主体变成了多层次——国家层治理主

体和公司层治理主体。国家层治理主体包括母国和东道国。公司层治理主体包括母公司

和海外子公司等。最后，拓展了利益相关者。将一般公司治理的国内利益相关者拓展到

母国利益相关者和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外部制度和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因此，跨国公司

治理从以上三个方面拓展了一般公司治理理论，使得公司治理理论更为丰富。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跨国公司中承担三种战略角色，即本地执行者（ local
implementer）、专业贡献者（specialized contributor）和世界受托人（world mandate）。

海外子公司能为跨国公司履行不同的战略角色，是跨国公司实现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Birkinshaw和Morrison，1995；Du等，2015）。因此，跨国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治

理成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能否持续获得竞争优势。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治理、董事会

治理、高管治理、母子公司关系治理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从研

究主体看，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跨国公司治理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并没有把视角聚焦

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上，而事实上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对跨国公司的成长日

益重要。另外，以往的学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作为网络

组织的一个节点，嵌入到东道国的客户、供应商、政府等组成的外部网络中，在这个网

络中，不同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之间需要互动（Ghoshal和Bartlett，1990）。基于网

络治理的视角，将现有的社会网络研究成果引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能够更深入

地探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网络中不同治理主体的交互机制，进一步拓展跨国公司治理

理论。因此，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应扩展到母国、东道国、跨国企业三者基于公司

治理的动态交互作用上（Alpay等，2005；Luo，2005），从网络组织角度研究海外子公

司跨国治理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现有网络治理研究成果纳入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框架

中，并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提出新

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因此，本文尝试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网络

治理三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炼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研究的

基本框架。本文在推进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对中国跨

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及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治理

跨国公司的每一个海外子公司在其经营的东道国均承担独特的任务或角色，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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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性限制或者决定了海外子公司的经营（Rosenzwei和Singh，1991），海外子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对于跨国公司应对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着重要作用

（Kriger，1988）。本部分针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内部治理特征，主要从股权治

理、董事会治理、高管层治理以及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关系治理等方面进行综述。

（一） 股权治理

跨国公司在内部如何控制和管理海外子公司，在外部如何克服新建海外子公司的

“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等问题成为目前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跨国

公 司 通 过 股 权 对 海 外 子 公 司 的 控 制 是 早 期 跨 国 公 司 治 理 研 究 的 重 要 议 题

（Woodcock等，1994；Luo和Tung，2007；Demirbag等，2009），股权等同于跨国公司

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承诺（resource commitment）（Chan和Makino，2007），是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或当地合作谈判的结果，反映合作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

（Fagre和Wells，1982；Gomes-Casseres，1990），被视为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经营

和战略决策的控制权利（Hill等，1990）。

研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股权问题的理论视角，从早期的交易成本理论逐渐向制度

理论、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等多种理论视角的综合演进；研究对象也从最早讨论

的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股权治理，转向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股

权治理。

1．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Anderson和Gatignon（1986）较早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提出，最有效率的跨国公司

进入模式是控制和资源投入成本之间权衡的函数。他们的研究发现，进入模式中所有权

程度越高，资源投入越多，投入成本越高，控制能力就越强。而且，随着交易成本的增

加，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全资所有的子公司，以便降低交易风险（Gatignon和Anderson，
1988；Erramilli和Rao，1993）。而Hennart（2009）认为，应该推倒传统的以跨国公司

为中心的理论，从跨国公司演化的视角，构建跨国公司与本地资源捆绑的理论模型，并

应用该模型预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成长过程中的演化，如股权是否由跨国公司或当地公

司持有或由它们共享，跨国公司是否通过新建、合资或收购进入。

综上所述，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关注了跨国公司进入的效率和成本因素，忽略了外部

环境因素可能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股权治理的影响。

2．制度理论视角

与交易成本理论以效率为标准不同，制度理论在解释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时主要关注

由外来者劣势和新进入劣势所产生的海外子公司合法性问题（Xu和Shenkar，2002；
Kostova和Roth，2002；Kostova等，1999）。每一个海外子公司还面临着来自东道国和

母公司两种不同的同构压力以及获得东道国和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需要，这种制度双重

性（institutional duality）影响了海外子公司治理（Kostova等，2008）。为了获得海外子

公司的外部合法性，跨国企业通常会选择较低的控制水平和资源投入，往往采用与东道

国当地伙伴公司共享所有权（Agarwal和Ramaswami，1992）。Chen等（2009）对我国

这类的转型经济体开展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此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是否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决策和效果，制度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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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决策行为的交互效应等是否对跨国公司最终决策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探索

（Brouthers和Hennart，2007）。

3．多种理论视角

由于单一理论视角很难解释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进入其他国家所带来的股权治

理问题，因此，需要从多种理论视角来探讨该问题。最近的研究从政治关联角度、高阶

理论角度探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的股权问题。例如，Cui和Jiang
（2012）从政治学视角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股权决策，认为国有股权使公

司带有母国政府的政治属性，增加了公司对母国制度的资源依赖，同时也影响了东道国

政府对企业的印象。实证研究发现，母国管制、东道国管制和东道国规范压力对国有企

业进入东道国选择合资结构的影响更强，国有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更高。而

Pan等（2014）的研究结论与Cui和Jiang（2012）的研究结论不同，Pan等整合了政治学

观点和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持股比例

较高的企业和政治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在投资到制度环境不稳定的东道国时会持有较低的

海外子公司股权，认为这两类企业能消除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风险。Ang等（2015）
以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选择国外子公司

股权时存在明显的模仿本地公司的股权模式，管制距离有明显的调节效应。而Xie
（2014）对中国跨国公司内部治理的研究发现，CEO的任期与完全控股国外子公司有正

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近期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股权治理的研究很少从单一理论视角去讨

论，通常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理论视角讨论该问题，主要采用的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

论、制度理论、高阶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研究方法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其他研究方

法比如案例研究方法则较少采用。

（二） 董事会治理

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和获取当地资源的联接机制，海外子公司董事会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战略、协调、服务等方面（Du等，2015）。控制是指海外子公司董事

会监督和批准海外子公司的重要决策和评价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及管理（Kriger，1988；
Kiel等，2006；Reuer等，2006）。战略角色类似于单个公司的董事会决策，指海外子公

司董事会参与子公司的战略规划，鉴别子公司的战略方向，评价子公司的战略计划

（Kriger，1988；Kiel等，2006）。协调是指海外子公司董事会转移跨国公司总部与海

外子公司之间的信息、知识等任务（Kriger，1988；Reuer等，2006）。子公司董事会的

服务角色主要包括海外子公司董事会向子公司的管理层提供本地化知识，与当地的利益

相关者沟通以及便于子公司获取当地资源。现有海外子公司董事会的研究主要整合了代

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高阶理论等理论视角。

1．代理理论视角

持有代理理论视角的学者，研究海外子公司董事会对跨国公司母公司控制其海外子

公司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应用代理理论的学者主要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如何通过海外子

公司董事会控制海外子公司，并没有考虑到海外子公司的自治问题。

首先，早期的研究关注海外子公司董事会的监督作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面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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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确定的环境，海外子公司董事会可以降低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灵活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董事会的角色不同于单个公司董事会的角色，当跨国公司

海外子公司管理者追求的目标与母公司目标冲突时，则产生代理问题。海外子公司董事

会通过监督海外子公司管理者的绩效，以确保海外子公司管理的战略决策符合跨国企业

的整体目标，从而减少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Eisenhardt，1989；
Meyer等，1992）。

其次，在海外子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监督方面，还可以作为一种战

略治理机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有三种战略角色，即本地执行者、专业贡献者和世界

受托人。从代理角度看，相对于世界受托人的海外子公司和专业贡献者的海外子公司，

本地执行者的海外子公司更可能产生潜在的代理问题，因其独立于跨国公司其他子公司

运营，当它获得关于当地市场的信息时，通常不提供给总部，另外为确保对当地市场需

求的快速响应，作为本地执行者的海外子公司有制定战略和运营决策的自主性

（Birkinshaw和Morrison，1995），这使总部监督和控制本地执行者的子公司的管理变

得更困难（Kiel等，2006）。Du等（2015）研究发现，如果外国子公司是一个世界受托

者的子公司，那么它和跨国公司母公司将有更大的关联性，有更高的本地响应水平。

2．资源依赖视角

资源依赖视角认为，董事会能够带来四种资源：提供咨询和建议，帮助公司取得合

法性，成为与外部组织沟通的纽带，以及充当从外部获取重要资源和支持的渠道

（Pfeffer和Salancik，1978）。海外子公司董事会能够联系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为跨国

公司提供重要知识和资源。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通常来自海外子公司的独特知识

（Gupta和Govindarajan，2000；Monteiro等，2008）。海外子公司嵌入到当地网络中，

依靠当地利益相关者（例如客户、供应商和管理机构等）获得重要资源（Cantwell，
2009），能够减少对当地资源的依赖。

3．资源基础观

与资源依赖理论不同，资源基础观认为，海外子公司董事会和高管所掌握的专业知

识、经验和技能是公司有价值的、难以模仿的特殊资源，能够降低企业对外部环境依赖

的程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是公司构建和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所必须具有

的资源（Barney，1991）。

海外子公司董事会能否成为委托人利益的保护者，其董事会的构成是一个关键因

素。内部董事虽然具有企业决策的专门知识，但是由于受到CEO的影响，不能够客观地

评价战略决策过程（Boyd，1994）；外部董事缺乏企业特定的知识，无法理解企业业务

的复杂性。而Donaldson和Davis（1994）研究发现，高比例的内部董事能够使海外子公

司迅速做出决策，进而提升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因此，合理的海外子公司董事

会构成是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 高管层治理

海外子公司高管层治理研究涉及高管层的背景特征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影响、高管

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高管层的关系网络对跨国公司的知识流动的影响等问题。现有文

献的研究主要应用高阶理论、激励机制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等，研究海外子公司高管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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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激励机制对跨国公司战略等的影响。

（1）应用高阶理论、知识基础理论解释高管团队的特征对海外子公司战略的影响

问题。海外子公司的战略角色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跨国公司战略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

早期的研究主要应用高阶理论分析高管团队的特征与海外子公司战略的关系。根据高阶

理论，海外子公司的行为主要体现为高管的行为（Hambrick和Mason，1984），可观察

的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差异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认知、信仰以及知识基础，这些决定

了他们的战略决策（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Herrmann和Datta，2005）。海外子

公司所做出的战略决策通常经过互动、咨询以及高管们的争论来完成（Kor，2006）。

最近的研究将高阶理论与知识基础观、制度理论等结合起来解释海外子公司战略问

题。Sekiguchi等（2011）从知识基础观和高阶理论视角出发，以在日本运营的来自31个
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643家海外子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随着海外子公司运营时间

的增长，东道国国籍的高管能更好地管理当地的员工和获得合法性，比母公司外派的高

管绩效更好；而在海外子公司运营初期，母公司外派高管的绩效更好。Gong（2006）
以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高管为对象，从知识和合法性视角研究发现，子公司高管

国籍的异质性与子公司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2）应用激励机制理论、知识基础观等研究海外子公司绩效、知识流动等问题。

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跨国公司知识流动的影响方面，Fey和
Furu（2008）研究了164个位于芬兰和中国的海外子公司，尝试识别基于跨国公司总体

绩效的子公司奖金和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间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基于

跨国公司总体绩效的激励薪酬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知识共享。

三、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外部治理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外部治理超出了一般国内企业外部治理的范畴。跨国企业跨

越国家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利益相关者边界，并且将公司置于全球产品市场竞争、要素

市场竞争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竞争环境下（李维安，2009）。对跨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

会受到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如东道国政府等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而嵌入在东道国和母国

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则直接受到母国和东道国的制度、文化等因素的

影响，从而影响其在东道国的生存和发展（Meyer等，2014）。现有文献对海外子公司

在东道国生存和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制度、文化等因素分析跨国公

司海外子公司怎样规避政治风险、外来者劣势等问题，为其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提供

建议。

（一） 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海外子公司的影响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海外的经营，会受到东道国政府和当地经营组织的影响，如

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是学者和企业界最关心的问题。Kwok和Tadesse（2006）提出了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经营组织的互动理论框架，认为跨国公司海外

子公司在当地经营时间增加，将通过管制压力效应、示范效应和专业化效应的扩散影响

东道国政府和当地经营团体，进而塑造东道国制度，同时，来自母国的制度环境和其他

外国跨国经营组织也会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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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运营影响巨大，尤其是东道国政府的腐败问

题。Rodriguez等（2005）从制度视角探讨腐败的随意性和普遍性如何影响一个跨国公司

的组织合法性和战略决策。他们使用该分析框架描述东道国政府腐败，并促使跨国企业

理解在某一特定国家的腐败的挑战，有利于在其他国家区分和辨识它们，达到避免或者

利用腐败的目的。他们建议为了应对腐败的普遍性和随意性，跨国公司应选择适合的进

入模式。Cuervo-Cazurra（2006）分析了腐败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认为腐败的结果

不仅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也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起源国的构成，因为腐败的结果

减少了来自签署过在国际商务交易中反对向外国官员进行贿赂的条例的国家的对外直接

投资，这将导致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于高腐败的国家。薛求知和韩冰洁（2008）的

研究显示，东道国政府腐败不仅会对FDI流入总量产生影响，还会对跨国公司进入战略

产生影响，如果东道国政府腐败，那么跨国公司会采用持股比例较低的合资进入模式。

Keig等（2015）将腐败环境分为正式的腐败环境和非正式的腐败环境，应用制度理论框

架，研究了腐败环境和跨国公司不负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行为之

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跨国企业运营在更高的正式和非正式腐败环境中与公司

不负社会责任相关。

（二） 东道国制度、文化等因素对海外子公司的影响

制度理论学派认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经营，东道国的制度、文化等因素

对其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东道国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等不熟

悉，存在“外来者劣势”问题，需要通过获得“合法性”以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Meyer和Rowan，1977；Xu和Shenkar，2002）。关于组织合法性特别是跨国公司海外

子公司合法性的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制度理论，强调企业嵌入制度环境的作用，尤其是强

调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嵌入东道国环境和母国环境等双重制度环境对其合法性战略的影

响（Meyer等，2014）。在制度环境变化和转型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如

何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以获取合法性，从而能够持

续经营，则更加受到重视（Zhao等，2014）。例如，Zhao等（2014）通过对在中国经营

的180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不恰当社会适应活动会产生

合法性危机，他们在早期进入中国时，过于依赖当地领导，快速扩充当地员工，导致了

合法性危机，这更说明跨国公司需要注重经济和社会活动两方面的因素以避免公司危

机，实现在新兴市场的持续增长。而Darendeli和Hill（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他们利用由“利比亚的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 in Libya）引起的前—后自然

实验，发现那些同投资社会公益项目并与卡扎菲家族有极少联系的跨国公司获得了广泛

的合法性，这是一项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措施。

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社会建构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框架下，对实体

活动的适当性（appropriate）、恰当性（proper）和合意性（desirable）的一般感知和设

想”（Suchman，1995）。合法性被视为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

（Zimmerman和Zeitz，2002）。制度距离直接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合法性，主要

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较大时，跨国公司通常会通过并购合资的方式获

得海外子公司的外部合法性。Eden和Miller（2004）提出，随着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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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制度距离的增加，更可能选择较低的股权战略以获得海外子公司合法性；Chan和
Makino（2007）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投资时，与制度环境不稳定的东道国投

资相比，在制度环境稳定的东道国投资时更倾向于努力提高海外子公司的外部合法性；

Klossek等（2012）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6家在德国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

司，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与德国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跨国公司通常采用与东道国合作

伙伴共享控制权来获得外部合法性。而Meyer等（2014）通过对中国国有企业进入海外

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建立海外子公司会面临东道国的制度压力，

原因在于一些东道国会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有政府支持，会威胁到东道国国家安全和带来

不公平的竞争，使得国有企业进入这些东道国具有较低的合法性。因此，中国国有企业

为了能够进入国外市场，获取合法性，通常会选择新建海外子公司而不是并购的方式，

并且会占有较低的控制权。Husted等（2016）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子公司模仿地理位置

相近公司的国家认证（例如ISO140001）以克服外来者劣势的不利因素，而国内公司模

仿相近公司的全球认证以克服本土性的劣势。

从以上文献分析来看，目前有关制度、文化等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影响，主要

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如何取得合法性的

问题。而关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合法

性构建过程和形成机制的探讨较少。同时，有关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影响因素的

探讨更加深入，已经开始从宏观的制度因素转向更加微观的文化、认知等方面。

（三）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关系治理

海外子公司扮演的不同战略角色会导致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而不同的母子公司关

系又会使跨国公司面临不同的治理问题。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特定战略任务与适当的

治理机制相匹配，是跨国公司取得预期组织绩效的关键性特定情境（con t ex t -
specific）条件（Nohria和Ghoshal，1994）。通常，跨国公司会根据母子公司关系中存

在的代理问题来选择公司治理机制，因而跨国治理机制应根据子公司所扮演的不同战略

角色来进行调整。

1．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关系治理

（1）从海外子公司的战略角色探讨母子公司关系治理。早期关于跨国公司治理中

母子公司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子公司托管框架的构

建（subsidiary mandate frameworks）（Roth和Morrison，1992）。该框架认为跨国公司

建立满足各种战略托管的子公司，母公司的目标对于子公司的运营、决策过程及其在跨

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战略起到了支配作用，子公司可以获得完成其托管任务的特殊

资源或能力（Filatotchev等，2008）。而且，当国外的子公司是通过并购当地的企业建

立时，已有的动态能力和知识有助于其识别新的市场机会，更好地完成托管任务。

Kim等（2005）从跨国公司整合—响应分析框架出发，构建了跨国公司治理海外子

公司治理的框架，指出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关系的差异主要受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子公司自

身能力的影响，不同的子公司战略角色存在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如战略控制轨迹、依

赖性、独立性、共享价值的表现、战略的焦点），针对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需要设置

不同的子公司治理结构，这两者的匹配决定了跨国公司的战略绩效。而Costello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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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llo（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三类子公司治理机制：母公司中心的治理机制、

子公司中心的治理机制、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并重的治理机制，由此得出跨国公司的跨

国战略、海外子公司的重要性、海外子公司环境的不确定性及成立时间来帮助预测跨国

公司使用哪一种海外子公司治理机制。

（2）从代理理论、知识基础观和社会互动理论探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关系治理。

学者们主要从代理理论、知识基础观和社会互动理论研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如

Dimitratos 等（2010）对希腊14家拥有海外业务的集团企业进行了深度案例分析，研究

了海外子公司治理以及决策过程的集中化程度。他们区分了母公司在管理海外子公司时

使用的以结果为基础的激励、监督方案和以行为为基础的激励、监督方案，另外，企业

的国际化对母公司的治理也会产生影响。而O’Donnell（2000）以美国跨国公司为样

本，通过整合代理理论和社会互动理论研究发现，代理理论虽然能够解释跨国公司的控

制问题，却不能完全解释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控制现象，而基于公司之

间的相互依赖理论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颜光华等（2004）基于知识视角，提出当知识

等无形资产在海外子公司中的实际控制权增强时，跨国公司应当从资产专用和相互依赖

角度，增加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

（3）从股权控制角度探讨母子公司关系治理。Connelly等（2010）指出，公司股权

是一种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公司治理形式。学者Schaan（1983）较早地将公司股权用于跨

国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中，他提出跨国企业母公司能够通过正式文件（例如对董事会的

技术和管理契约等）影响和控制其子公司。而Martinez和Ricks（1989）通过美国在墨西

哥经营的跨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母公司股权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母公司的影响

力和在海外子公司中人力资源决策的介入程度，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母公司高股权

比例导致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影响力和人力资源决策的高介入程度。例如，美国的母公司

可能在占有较少股份的子公司中有较高的人力资源决策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墨西哥当

地的子公司对于关键资源（如技术）对美国母公司比东道国的母公司有更高的依赖度。

Chang和Taylor（1999）通过对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在韩国的海外子公司控制程度和控

制类型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随着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的增加，母公司对海

外子公司的产量（output）和员工控制（文化控制）程度也在增加，并且母公司对海外

子公司股权水平和员工控制程度之间的关系受海外子公司规模大小的调节。Nell和
Ambos （2013）研究了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优势，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外部嵌入是母公

司价值创造的前提，母公司和子公司关系的投入会正向影响母公司的附加价值，进而，

这种关系会随着子公司自身嵌入的增强而加强。

2．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关系治理

以往的大量研究跨国公司如何控制海外子公司的文献的研究对象都是来自发达经济

体，而Chang等（2009）研究了台湾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如何控制其在英国的海外子公司

的问题，研究结果与Chang和Talor（1999）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台湾跨国公司母公司主

要采用产量控制（output control）和行为控制来管控英国海外子公司，即台湾跨国公司

通过英国海外子公司定期提交的运营成本和生产力数据来进行产量控制，并通过行为控

制来确保英国子公司的决策和行为过程与母公司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而Lia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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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整合代理理论和制度分析理论提出从政府控制视角来分析新兴经济体中国有企

业的政府控制机制，他们识别了影响国有企业全球化决策的两种政府控制类型：国有股

权控制和高管层的政治连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他们发现这两种类型的控制对国

有企业的全球化有重要影响。

四、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网络治理

网络组织是公司边界拓展的产物，因此网络治理也是对公司治理的拓展。公司治理

理论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决策理论，因而，网络治理也要在制度

设计、利益相关者和决策方面将公司治理理论加以延伸，对拥有关键资源的主体之间的

合作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对网络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进行治理、促进科学的群体决

策，以实现网络治理的协同、创新和适应性的目标（李维安等，2014）。跨国公司治理

实质是一种网络治理（林润辉等，2009）。由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其他治理主体构成了

复杂的网络，其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集团治理，重要原因在于海外子公司跨越国境

并扮演着不同的战略角色。

子公司扮演的不同战略角色会导致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而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又

会使得跨国公司整体治理面临诸多问题。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特定战略任务与适当的

治理机制相匹配，是跨国公司取得预期组织绩效的关键性情境条件（Nohria和Ghoshal，
1994），因而跨国治理机制应根据子公司所扮演的不同战略角色来进行调整。

海外子公司行为受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嵌入性的影响和限制。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关系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一个正式的关系意味着跨国公司能够在内部网络中进行工

作调动、资源交换和员工轮值（Nohria和Ghoshal，1997）。一个非正式的关系是指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朋友关系和跨国公司内部网络之间的互动（Kilduff和Tsai，
2003）。海外子公司能够联接到东道国当地的组织（如客户、供应商和政府机构等）建

立外部网络关系（Adersson和Forsgren，1996）。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联接的紧密性帮助

跨国公司形成竞争优势，进而提升竞争力。就单个子公司而言，海外子公司将会形成外

部网络关系，如战略联盟、合资，以及与外部股东形成长期的关系。这些网络关系将有

助于子公司学习新的知识，获取信息、资源、市场或者技术以达到子公司的目标（例如

分散风险、外包等）和减少经营投机行为（Zaheer等，2000）。Chiao和Ying（2013）从

网络视角研究了子公司自治问题，他们评价了子公司内部网络，如技术网络和外部网络

的强度及范围对子公司自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子公司的自治会随着子公司内部网

络范围和强度的增强而减少，随着外部网络范围和强度的增强而增加。

综上所述，海外子公司嵌入到东道国客户、供应商、政府等组成的网络中，同时受

跨国公司母公司、其他海外子公司以及母国政府的影响。海外子公司与所处东道国当地

的组织（如客户、供应商、政府机构等）建立的外部网络关系构成了海外子公司的外部

网络（Ghoshal和Bartlett，1990；Andersson和Forsgren，1996）。因此，海外子公司治理

是单体公司治理和网络治理的扩展和交叉领域，其中心议题是有关公司决策权力如何在

这种网络中进行合理、科学的配置。海外子公司的治理扩展为由东道国、跨国企业、母

国三者基于公司治理的动态交互作用，呈现出与国内企业公司治理的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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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近年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沿着跨国公司海外

子公司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网络治理的思路，以一个全新的框架提炼出跨国公司海

外子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周建等（2008）对跨国公司治理研究文献从“由外及

内”、“由内向外”和“内外结合”三个视角不同，本文选取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

理为对象，将网络治理视角纳入到跨国公司子公司治理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跨

国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内容。本文已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内部治理、外部治

理和网络治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下就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的相关研

究做出展望。

（一） 研究方法的拓展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跨国公司治理的研究基本上以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为

主，辅以较少的案例研究（如Klossek等，2012）。而在最近的有关国际商务的研究

中，学者们开始尝试应用社会学领域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如Haley和Boje（2014）采

用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以麦当劳公司为例，研究跨国公司在时间和空间上进

行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中如何消除风险的问题。而Gligor等（2016）提出应用扎根理论的

研究方法构建国际商务理论，他们提出现有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只能简单地证明变量之间

的关系，尚不能深入探究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动态关系，而扎根理论则有其独特的优

势，如能够探究构念之间关系的微观机制和动态性、特定情景下的问题、跨学科视角的

问题，以及引导探索性和归纳性定量研究等。然而，大量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也

在进行跨国经营，这类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治理问题因情景而发生变化，出现了当前

跨国公司治理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新问题，因此，需要借助新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跨国公

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理论。未来对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可以

考虑上述学者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如将案例研究、叙事理论、扎根理论等应用到相关

问题的探讨中，以构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理论。

（二） 研究内容的深化

围绕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相关问题的文献虽然已有所积累，但通过上述文献述

评可以发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重要的而现有研究挖掘不深

的议题。

1．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董事会与高管层互动的内在机理以及对海外子公司战

略、绩效等方面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董事会治理多集中在对董事会的作用、董事会结构以及董

事会所具有的资源方面进行探讨。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高管层治理也大多集中在高

管层构成、所具有的特征以及激励等问题。对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内部董事会与高管

层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绩效等影响的研究鲜有

论述。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将高阶理论拓展到跨国治理情景下加以建构和完善。

2．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获取与构建机制问题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问题对于跨国公司能否顺利进入东道国，以及海外子公

司能否顺利建立和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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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个问题尤为关键。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例如中国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中国

国有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建立海外子公司时首先就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因为东道国

政府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带有浓厚的“政治属性”，东道国政府不免会存在一定的偏见。

因此，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的获取与构建也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3．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跨国公司母公司以及跨国公司其他子公司之间的网络互

动关系治理问题

有关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网络治理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而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通

常被置于跨国公司母公司所构建的内部网络中，海外子公司在网络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

决定了其获取跨国公司母公司资源的多少，以及在跨国公司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这也

是目前跨国公司网络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跨国公司

母公司、跨国公司其他子公司网络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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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rary to subsidiaries’ governance of domestic companies，foreign subsidiaries’
governance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not onl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shareholders and board of directors，but also copes with the relatio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host countries different from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overcomes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resulting
from institutions，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which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 that  scholars
concern．At the same time，new phenomena and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foreign subsidiaries’
governance of MNCs in emerging economies，and existing theories cannot explain the problems
well．This paper incorporates latest network governanc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o th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MNCs，reviews  current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internal，external and network governan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MNCs，and puts
forward the new trend of theory construction in future foreign subsidiaries’ governance of MNCs based
on these new phenomena and problems，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llow-up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governa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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